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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瞭解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之影響，並探討組織信

任在因果關係之角色。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灣公立國民中學

855 位教師為對象，以自編之「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組

織學習及組織信任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皮爾森

積差相關、逐步多元迴歸、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 

  本研究結論：1.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

織信任情形良好，兩兩間皆達顯著正相關；2.就預測情形而言，校長

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有聯合預測力；3.系統信任、賦權增

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道德誠信等構面能預測組織學習（Adj-R2

＝77.7%），惟主管信任在迴歸方程中之係數為負值；4.在中介效果檢

定上，多元迴歸分析發現，組織信任能部分中介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

學習之影響；5.結構方程模式檢定發現，組織信任在校長關係領導、

組織學習間具有中介效果，並就上述結果推論可能之原因。 

  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俾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

校領導者之參考。 

關鍵詞：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組織學習 

 
陳政暉，電子郵件：wullearner@gmail.com 

（收件日期：2022.06.29；修改日期：2022.07.06；接受日期：2022.07.07） 



2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壹、緒論 

  教育力即國力，國民素質的良窳影響國家未來發展，透過教育改革培

養優秀人才已是先進國家的共識。教師專業發展程度影響教學成效（洪詠

善，2019），學校組織學習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為目的，是以，學校落實

組織學習已是培育人才的關鍵。教師信任影響學校效能（Gray, 2016），學

校效能是學校欲達成的終極教育目標（蔡進雄，2018），有效能的學校須

關注學生學習與成果（Reynolds et al., 2015）。然因政經局勢變化、法令更

迭等因素，影響教師對學校及國家制度之信任程度，尤其年金改革後，增

加教師對未來不確定感。 

  美國學者歐文斯（R. G. Owens）認為教育組織是科層體制與鬆散連結

並存的二元系統（dual system）。行政人員在階層關係講求法理章程，屬

緊密結合，教師在教學中強調專業自主，屬鬆散連結（周新富，2015）。

研究者從工作經驗發現，科層管理不易管考專業層次的教學工作。國中是

分科教學的場域，專業自主與組織學習同等重要。校長領導的積極目的應

包括使教師自發地承擔學生的學習成效，主動參與組織學習。然而，若科

層節制無法直接管考教學品質，意謂著促進組織學習應涉及其他關鍵因素。 

  早期中小學校園以科層管理居多，關注校長的特質與領導作為。近期

對領導的研究，已從傳統科層的職位擴展到組織內具有影響力的成員

（Moon et al., 2018）。組織運作成功的關鍵，在於領導者能影響多少比例的

成員。後英雄主義（post-heroic）強調授權、信任及協作，關注成員的互動

品質，以形成綿密的人際網絡（Fletcher, 2004）。Cunliff 與 Eriksen（2011）

亦認為領導力是協作、具備同理心、信任及授權的關係實踐。謝傳崇與朱陳

國智（2013）指出，校長與教師間的關係會影響學校經營。是以，從嚴謹科

層管理，轉換為關係網絡的經營，或許是因應教育環境變革的趨勢之一。 

  組織信任發生在學校各層面，師生間的信任是學生獲得有效學習的關

鍵。Tschannen-Moran（2014）研究指出，學校的組織信任與教師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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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ism）及學生學習成就相關。教師間互動品質、學校整體氣氛，

決定教師是否依賴同事、主管及學校，而信任是依賴的基礎。為提升學校

效能，將教師個人實踐智慧，擴展為全校集體校務知能，可視為推動組織

學習的目的之一。從關係視角而言，知識被視為社會所建構並分布（Eacott, 

2015），故屬於互動頻繁的組織成員所共享。因此，如何在校務經營中累

積信任感，使教師在教學實務中精益求精，教學新知與經驗能順暢地在教

師間流動，進而形塑集體前行的團隊意識，已是校長經營校的重要任務。 

  綜上，致力於提升校長與教師間關係的領導模式，以促進教師參與學

習，是否為單一的因果關係，亦或是隱含其他更內在、軟性的因素。本研究

目的主要瞭解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現況，探討校長關係領

導對組織學習的影響，及組織信任在前述因果關係中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校長關係領導意義與內涵 

（一）校長關係領導之定義 

  領導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著重領導者、成員相互間影響力的展現。

Wood（2005）認為領導力不屬於科層結構的領導者，而是持續發展的社會

過程。關係領導（relational leadership）側重於產生並實現領導力關係的過

程，藉由社會影響力，以建構並產生緊急協調與變革（Uhl-Bien, 2011）。

有效領導力建立於關係上，關係品質即是領導力品質（Conway, 2015）。

校長關係領導（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可視為校長與教師基於角色

互惠、相互關係與彼此協商之相互影響歷程（Geller, 2004），關注校長與

教師相互間存在的關係本質（Carifio & Eyemaro, 2010）。因此，校務運作

須透過彼此的支持與影響，展現各自具備的專業知能，以達到學校共好的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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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nliffe 與 Eriksen、Hersted 與 Gergen、Geller 認為關係領導是一種關於

存在世上、共同實踐智慧、跨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及對話（dialogue）

的方式。對話是人際之間有意義的互動與交流，被視為理解人際關係並促進

移情（empathetic）關係的歷程（Sleap & Sener, 2013），營造良好對話環境，

即是展現關係領導力。此外，Helstad 與 Møller 發現關係領導仍保有科層結

構，校長與教師之權威、權力及信任，具有流動、互惠的雙向關係，而領導

力則是透過定位、協商及信任所形成並相互影響。換言之，校長關係領導雖

著重關係營造，惟客觀上與教師仍是科層的上下關係，權力及權威並未在相

互影響中消失，信任關係在校長對教師展現權威、行使權力過程中，扮演重

要調節角色。 

  關係領導是由領導者成員交換（leader-member exchange，簡稱 LMX）

及人際信任所建構（Brower et al., 2000），關注領導者、成員與組織多面

向關係及關係建構之歷程（Uhl-Bien, 2006）。關係領導能促進組織信任與

生產力（Carifio & Eyemaro, 2010）。教師所知覺信任，可視為對校長所經

營學校環境之回應（Eyemaro, 2001），亦即是領導過程中對校長關係品質

的表達。Eyemaro 從過去 LMX 實證研究亦發現，能力、仁慈及誠信等信

任傾向會影響關係品質。關係領導力來自人際信任，而人際信任則源於教

師對校長能力、仁慈與誠信的理解。易言之，當教師信任校長，具良好關

係品質，即能提升關係領導力。 

  承上，本研究將校長關係領導定義為「校長透過對話引導、塑造願景，

與教師在行為與情感進行交換，透過授權及資源挹注，以建立信任，與教

師成為夥伴關係，藉由協同合作產生團隊意識，使教師展現教學專業及熱

情，進而承諾學生學習以及學校發展」。 

（二）校長關係領導內涵 

  Carifio 與 Eyemaro（2010）所發展之關係領導力量表（RLQ）包含包

容性、賦權增能、願景、關懷、道德等五個構面。其中，包容性係重視成

員多樣性，視為可為組織帶來變革或學習的機會（Eymaro, 2001），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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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他人學習（Carifio & Eyemaro, 2010），亦即領導者能尊重成員多元差異，

並視之為組織成長的重要資源；關懷係指與他人建立聯繫、利他的道德行

為，與包容性部分意涵相近，皆基於對成員差異的尊重關懷，因此合併為

包容關懷。 

  願景的意涵主要統整成員個別觀點，成為組織共同理想或目標

（Eymaro, 2001）。願景可貴在全體共構與共享，因此，領導者須能引導

成員衡估環境現況，藉由對話共構出全體渴望實現的未來圖像，故以「共

構願景」取代「願景」。道德係展現出合普世共享價值的合宜行為（Eymaro, 

2001）。校長的言行與決策，必須在此原則下接受檢視。再者，校長以誠

相待並受到教師信任，能間接提升教師的道德觀感（陳金龍，2018）。故

本研究以「道德誠信」取代「道德」。 

  此外，從文獻探討及研究者工作經驗發現，對話是關係領導的重要面

向，透過對話能建立綿密的網絡關係。有效的對話能促進信任並減少誤解，

尤其校長營造對話的友善環境，鼓勵教師貢獻自身的觀點與經驗，參與校

務發展，則能使學校獲得學習與成長，故將對話列為關係領導的構面。 

  綜上，本研究將校長關係領導構面定名為賦權增能、道德誠信、共構

願景、包容關懷及溝通對話等五構面，說明如下： 

1. 賦權增能：校長視教師為夥伴關係，善用教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與教

師共享決策，依任務組織教師團隊，促進教師學習，以提升學校效能。 

2. 道德誠信：校長能展現令人信服的高道德標準，制定政策堅持「作對的

事」，以影響師生及學校氛圍，透過誠信的言行營造信任，追求學校最

大利益。 

3. 共構願景：校長能持續回應社會變遷與教育趨勢，盤點校內外現況與資

源，激發全體對學校未來的想像，塑造共同願景。 

4. 包容關懷：校長能建構學習機制，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積極回應教師需

求，肯定教師表現，營造合作與支持的環境，以達到相互尊重與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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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溝通對話：校長能營造友善的對話環境，促進學校成員分享新知與經驗，

共同參與校務發展，使成員間建立並營造優質的網絡關係。 

二、組織學習的意義與內涵 

（一）組織學習之定義 

  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最早始於 Kurt 與 March 的文章

（Saadat & Saadat, 2016）。Cangelosi 與 Dill 率先以實證分析介紹組織學習

（Castaneda & Rios, 2007; Odor, 2018）。Cangelosi 與 Dill（1965）在《組

織學習：對理論的觀察》（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bservations toward a 

theory）中論及，組織學習係因應環境的外力，藉由人類心智的調節達到組

織重塑的歷程。組織學習包含「學習」與「組織」兩概念。學習乃基於個

人有限認知，透過知識的存儲、檢索、轉換和應用（Fauske & Raybould, 

2005），達到改變認知與行為之目的；組織為因應內外挑戰並提升績效，

藉由成員持續知識創造與分享，累積組織知識、認知及動機，而形成集體

智慧，以發展專業知能與組織能力（吳清山，2006；Todeva, 2007），即是

組織學習。 

  Argyris 與 Schon 將學習區分單循環與雙循環學習（Argyris & Schon, 

1978; Castaneda & Rios, 2007）。針對實務進行偵錯並改正，視為單循環學

習，涉及對規範的探詢及調整則為雙循環學習。僅對實務的改進已不足因

應急遽變化的挑戰，故需透過組織學習，批判反思知識和經驗（Olejarski et 

al., 2019）。組織學習可分為個人、小組及組織整體，個人學習係對所處情

境之訊息或技術的理解、詮釋、交流與累積，並據以調整認知與行為（Saadat 

& Saadat, 2016）。Senge（2010）主張個人學習是組織學習的基礎，組織

成長建立在個人「自我超越」的修練上，以個人持續追求學習為起點，共

構組織學習的精神。換言之，組織學習可視為個人學習的擴展，個人以學

習實現願望，以達組織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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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教育政策、學生狀況、就業環境等因素的改變，教師必須透過學

習，改變認知與行為，以持續提升教學知能。組織學習是知識的動態過程

（Jerez-Gómez et al., 2005），包含知識的獲取、分享、詮釋、維持及利用，

透過更優的知識與理解以改善組織行動，即為組織學習的歷程（Odor, 

2018）。Jerez-Gómez 等人將組織學習概念化為組織處理知識的能力，知識

在個人、小組與組織各層級獲取、轉化與整合，進而在組織中產生新的實

踐與日常慣例。賦權（empowerment）是組織學習的一種結構（Conte, 

2015），當學校能賦予教師學習自主權並創造合作的機會，將是學校提升

集體能力的關鍵（Collins, 2016）。因此，有意於教師個人、教學團隊和學

校整體學習中，嵌入新思想與實踐，以持續更新、改進，從而支持共同目

標（Collins, 2016），即為組織學習。 

  綜上，不論消極解決當前問題以求短期穩定，抑或調整學校組織文化

與策略，以達永續發展的積極作為，皆屬組織學習之範疇。學校落實組織

學習係為提升教學專業，故須營造友善的學習環境，吸引教師主動投入學

習行列，以獲取新的教學思維與實踐經驗，轉化於課堂教學。教師若能主

導自身學習，依據教學需求而規劃成長主題，學校亦提供配套與資源，統

整於校務經營中，使教師的工作生涯，達到「教」「學」相長暨自我實現

之目標。基此，本研究將組織學習定義為：「為達到永續經營，在共同的

學校願景下，全體教職員主動獲取新知、分享經驗，進行開創性學習，以

提升教學品質及校務績效，促進學生學習滿足與教師自我實現」。 

（二）組織學習之內涵 

  學校是知識流動的場域，包括教師同儕間、師生間相互的知識交流。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必須透過詮釋、管理與轉化以展現價值。教師皆具

備豐富的知識及教學心得，若能促使知能與經驗的相互交流，將豐富教師

的教學視野。再者，以系統思考盤點內外資源亦同等重要，包括社區資源、

學生表現、學校文化、課程發展現況等，激發教師對教育的渴望，凝聚成

為共同的目標，透過學習的過程實踐願景。此外，將學習嵌入日常校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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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讓教師從團隊學習中，感受成長的滿足，從學生的學習需求，體認教

學仍需持續精進，而願意參與團隊學習，達到自我超越，即能導引組織往

學習型組織邁進。 

  Marsick 與 Watkins（2003）提出學習組織問卷的維度（The Dimensions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Questionnaire），用以測量組織之學習文化。

Kools 與 Stoll（2006）所提出促進組織學習的策略，亦關注學習文化的營

造。就前揭研究者之觀點，學校應系統性衡估組織內外現況與未來之資源、

困境及趨勢，深入探究事件脈絡與成因，透過知識、思維或觀點的引入，

引發成員對組織、事件或困境產生不同詮釋以獲得學習，故系統思考應屬

組織學習的重要內涵。 

  Jerez-Gómez 等人（2005）將組織學習分為四個維度：管理的承諾、系

統的觀點、開放與試驗性及知識的轉移與整合。學校應包容各式資訊，並

建立因應及處理機制，使訊息在對話中轉移、詮釋與整合，而成為學校發

展之養分。新知識可來自教師個人、各任務組織（如領域會議等）或學校

整體的直覺認定，透過詮釋、整合而制度化於學校中。此外，針對學生學

習成效、教師教學品質等調查、評估等歷程，亦可藉由教師的共同理解與

因應，形成組織學習的歷程。是以，組織學習應包括資料蒐集、運用及團

隊學習。 

  知識轉移之效率，仰賴教師於日常所建立彼此溝通之管道，包含教師

的理解與表達力，及校內所建立的共同語言。組織學習的成效，應考量學

校對所掌握之知識、工作實務及組織規範之掌握程度，以期將所學妥適運

用於校務，故教師間溝通互動，應能提升學校整體效能。 

  承前所述，本研究認為組織學習應包含系統思考、團隊學習、互動交

流、知識蒐集與運用等四構面。說明如下： 

1. 系統思考：學校能以整體性觀照全局，盤點內外資源並因應環境變化，

系統性理解事件成因與始末，尋求根本解決對策，以求學校永續發展。 

2. 團隊學習：學校能依據願景與任務，組成學習團隊，在信任、開放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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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中，透過分享新知與經驗，以提升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品質。 

3. 互動交流：學校能營造包容真誠的互動機制，讓教師能自在、安全且受

到尊重的情境下，表達想法並分享知識與經驗，促進資訊正確地傳達。 

4. 知識蒐集與運用：學校能依據校務發展所需，有效蒐集知識，透過各種

方式與場合，將知識提供給教師轉化運用，以輔助校務發展。 

三、組織信任的意義與內涵 

（一）組織信任之定義 

  美國心理學家 Morton Deutsch 在其《信任與懷疑》（Trust and Suspicion）

一文中對信任提出詮釋（Deutsch, 1958）。Tschannen-Moran 與 Hoy（2000）

指出，為解決冷戰時期軍備競賽的高昂代價，展開對信任的研究。Deutsch

認為信任包含信心、依賴、確定的期望、動機、可預測性及風險承擔等概

念。Hoy 與 Miskel（2012）將信任（trust）定義為個人對另一方之友善、

可靠、稱職、誠實和開放等具有信心，且願受其傷害。Schoorman 等人（2007）

認為對他人之能力、仁慈與誠信的看法，將影響其所能獲得之信任。信任

在互動中隱含冒險的概念（McEvily et al., 2003; Schoorman et al., 2007; 

Tschannen-Moran & Hoy, 2000）。綜言之，信任是雙方因自身的脆弱性與

未知的未來同時存在，而必須承擔互動言行後，可能損壞自身權益之風險。 

  信任在凝聚組織展現績效上發揮潤滑作用（Tschannen-Moran & Hoy, 

2000）。信任能使員工認同組織，願意與組織建立長期關係（Yu et al., 

2018）。信任被視為解決成員相互依存和不確定性問題之組織原則（McEvily 

et al., 2003）。是以，信任在組織運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對學校信任的研

究始於 1980 年代中期（Abston, 2015），主要探討教師與學校之關係程度，

包含人際信任及對組織的信任（丁一顧等人，2019）。教師在不確定的環

境中，對同儕之仁慈、可靠、能力、誠信與開放等特質具有信心（Hoy & 

Tschannen-Moran, 2003），並期望彼此信賴並給予正向回饋（謝傳崇、吳

麗珠，2016），稱為人際信任。人際信任亦關注教師對校長的信任。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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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信任校長，則願意交出更多決定的控制權（Adams, 2018），有利於校長

實踐領導。學校若具可靠性、校務發展能預測，教師較能跟隨校務決策，

可視為教師對學校之信任。 

  當組織績效不明、行為無法觀察或控制時，信任比權威更重要（McEvily 

et al., 2003）。學生學業成就展現辦學績效，在分數排名之外的學習態度與

情意，不易測量但甚為重要，須秉持百年樹人作育英才的信念，故首重信

任。在信任的環境中，當教師相信同儕的專業，則易於接受所分享的知識。

此外，教師因信任更願意嘗試新的教學方法（Helstad & Møller, 2013）。

Adams（2018）主張信任能促進集體探究、反思與共享決策，是促進學校

轉型為專業導向的關鍵。在扁平、專業自主的結構中，若學校信任教師的

專業，教師相信校長具備領導知能，亦信任學校會維護教師共同利益，則

將更能全心奉獻於教學。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組織信任定義為：「教師知覺學校整體制度、同

儕及校長具有可信賴性與可靠性，校務決策優先考量學校最大利益，在認

知與情意上產生認同感，願意跟隨校長所帶領行政團隊，與同事共同合作，

致力於學校發展與學生學習」。 

（二）組織信任的內涵 

  Hoy 與 Tschannen（2003）測量中小學教師信任情形所發展之 Omnibus

信任量表（Omnibus Trust Scale），將信任分為對校長、對同儕及對客戶（家

長、學生）等三維度，並測量受試者之仁慈、可倚賴、誠信、一致性及開

放性等五面向。林麗雪與葉靜雯（2012）、Yu 等人（2018）將組織信任分

為主管信任與系統信任，其中對主管的信任程度稱為主管信任，對組織文

化整體的信任程度稱為系統信任。Celep 與 Yilmazturk（2012）將組織信任

分為對工作團隊、環境以及對管理的信任。 

  組織信任被視為橫向或縱向的多維變量（Guinot et al., 2013），Costigan

等人（1998）指出組織信任包括橫向、縱向之二元人際信任及制度信任。

橫向信任聚焦於同事間的人際信任關係，如同事信任；縱向信任則是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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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級、下屬、高層管理人員之間的信任，如主管信任；制度信任則是對

整個組織之願景、政策或領導之信任。基此，本研究認為組織信任包括相

互協作或相互依賴的同事信任，成員與主管間的主管信任，及認同組織願

景、制度及政策等之系統信任，並將構面定名為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及系

統信任，分別說明如下： 

1. 同事信任：教師知覺同事具備道德誠信、專業能力及善意仁慈等傾向，

感受同事的支持與關懷，願意與同事共同合作，致力於學校發展任務。 

2. 主管信任：教師能信賴校長領導知能，知覺校長具備誠信、道德感及關

懷等特質，願意跟隨校長及行政團隊投入校務工作。 

3. 系統信任：學校重視政策溝通並共享資訊，致力提升工作環境品質，教

師信任學校制度規範及校務方針，願跟隨學校節奏完成校務工作。 

四、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信任之相關研究 

（一）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之影響 

  Uhl-Bien（2006）主張關係導向的行為，係以產生高品質關係與信任

為目的。關係領導之領導風格/取向，對組織信任產生顯著影響（Uslu & 

Oklay, 2015）。LMX 關係領導模型（Brower et al., 2000）、關係領導力

（Eyemoro, 2001）皆基於人際信任，且與教師知覺校長能力、仁慈和誠信

有關。田育昆與林志成（2013）、葉志傑與謝傳崇（2013）咸認為校長關

係領導係以信任為基礎，與教師們發展出互信、忠誠的社會交換關係。實

徵研究（Eyemaro, 2001; Carifio & Eyemoro, 2010）亦發現，關係領導知覺

越高，教師對信任的認知度越高。基此，本研究假設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

信任有正向影響。 

  H1：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有正向影響。 

（二）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之影響 

  組織學習是個人、小組與組織各層級獲取、轉移與運用知識之歷程

（Jerez-Gómez et al., 2005），首重知識創造與分享。能力是人際關係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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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的因子之一（Hoy & Miskel, 2012），對知識源的專業與可靠性具有信

心（Chowdhury, 2020），能促進知識再運用。對他人仁慈和誠信的信念，

能提升個人分享寶貴知識的意願（Renzl, 2008），甚至共享敏感資訊、思

想（Chowdhury, 2020）。實證研究（邱漢誠，2016；Clinton, 2012; Alexopoulos 

& Bckley, 2013; Lloria & Moreno-Luzon, 2014; Lin et al., 2009; Paliszkiewicz 

et al., 2014）亦發現組織信任能促進知識分享。國中分科專業明確，教師信

任程度，能促進知識分享，達到組織學習之目的。故本研究假設國民中學

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有正向影響。 

  H2：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有正向影響。 

（三）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之影響 

  Brower 等人（2000）主張關係領導是信任與 LMX 之整合，Carmeli

等人（2011）更進一步指出，LMX 與信任皆能有效促進組織學習。優質的

關係能促進成員深入理解知識的內涵，從而吸收與整合現有知識與新知識

（Carmeli & Azeroual, 2009）。在 LMX 中，領導者激勵成員內化組織目標，

並公平對待成員、促其追求最大利益，將能促進知識分享（Carmeli et al., 

2011）。多數研究（謝傳崇、朱陳國智，2013；陳金龍，2018；Eyemaro, 2001; 

Carifio & Eyemaro, 2010）將包容性、賦權增能及願景列為關係領導之構

面，包容性指校長能提供專業學習與成長之機會，賦權增能係建構學習機

制，促進成員學習之意涵，故校長關係領導可視為促進組織學習的要素。

基此，本研究假設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有正向影響。 

  H3：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有正向影響。 

（四）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信任之關係 

  就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而言，關係領導基於 LMX 及人際信任，

信任是關係領導的結果，亦是建立關係的基礎。就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而

論，知識分享是組織學習的基礎，信任能增加知識分享的意願；故信任經

常被認為是影響組織學習的變項（Hoe, 2007）。以校長關係領導影響組織

學習來說，高品質的關係能促進知識分享，促使成員深入探究新、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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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LMX 與信任皆能增進組織學習。 

  Baron 與 Kenny（1986）指出中介變項係解釋外在事件所隱藏的意義

或說明事件結果的成因。校長關係領導對於組織學習影響尚無直接證據，

惟已有研究（田志剛，2010；Conte, 2015; Guinot et al., 2013）指出組織信

任能正向影響組織學習，亦有研究（Eyemaro, 2001; Carifio & Eyemaro, 

2010）發現，校長關係領導能促進組織信任。信任屬於內在特質，在互動

前雙方皆以當下的信任品質，作為言行決定之依據。換言之，信任或能解

釋相同情形，不同教師對校務貢獻之差異。基此，本研究假設，組織信任

應能中介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之影響。  

H4： 國民中學教師知覺組織信任在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影響上，具有

中介效果。 

  綜上，本研究提出結構模型圖，如圖 1。 

 

圖 1 

結構模型假設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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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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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8 學年度全國（不包括金門、澎湖、馬祖）673 所公立國

民中學（不含完全中學、國中小等學制）之現職教師為調查對象，計有 44,940

位教師。研究對象依學校所在位置分成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等四區，

將學校規模區分為 12 班以下、13 至 24 班、25 班以上等三個類別，採取

分層隨機抽樣。信賴水準為 95%、誤差範圍為 3%，估算樣本大小約為

1,043。共發出 1,044 份問卷，回收 1,006 份問卷，回收率 96%，有效問卷

為 855 份，有效率 81%。各區各規模學校填答校數及回收率如表 1。 

 

表 1 

各區研究問卷填答統計 

區域 學校規模 校數 問卷數 回收數 有效數 有效率% 

北部 

12 班以下 8 64    

13 至 24 班 10 120    

25 班以上 17 255    

合計 35 439 439 359 82 

中部 

12 班以下 10 80    

13 至 24 班 6 72    

25 班以上 7 105    

合計 23 257 236 208 81 

南部 

12 班以下 8 64    

13 至 24 班 10 108    

25 班以上 7 105    

合計 25 277 260 226 7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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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區研究問卷填答統計（續） 

區域 學校規模 校數 問卷數 回收數 有效數 有效率% 

東部 

12 班以下 4 32    

13 至 25 班 2 24    

25 班以上 1 15    

合計 7 71 71 62 87 

 總計 90 1044 1006 855 81 

 

二、研究工具 

（一）編製問卷 

  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調

查問卷」作為研究工具，計分方式採 6 點量尺，分為「非常同意」、「同

意」、「稍微同意」、「稍微不同意」、「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六

個選項，分別給予 6、5、4、3、2、1 分。其中包括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

習與組織信任等三個量表。 

  校長關係領導量表分為賦權增能、道德誠信、共構願景、包容關懷、

溝通對話等五個構面，合計 23 題；組織學習量表分為系統思考、團隊學習、

互動交流及知識蒐集與運用等四構面，合計 19 題；組織信任量表分為同事

信任、主管信任及組織信任等三構面，合計 16 題。 

（二）信效度分析 

  預試問卷經極端組檢核法、因素分析、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係數檢

驗等統計程序後，發現各量表題項均高於 3.5（p<.001），顯示量表具有良

好之鑑別度，且刪除任一題項接無法提高 α 值，故皆予以保留。各量表整

體 α 值皆高於.885，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具有不錯之信度。各構面之特

徵值介於 2.305 至 7.166 之間，KMO 值介於.925 至.978 之間，且總解釋變

異量介於 76.511%至 89.872%之間。各量表之 α係數、總解釋變異量及 KMO

值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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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分量表之 α係數、總解釋變異量及 KMO 值 

變項 構面 α 係數 特徵值 
總量表 α

係數 

總解釋 

變異量% 
KMO 值 

校
長
關
係
領
導 

賦權增能 .952 4.052 

.990 89.872 .978 

道德誠信 .958 2.746 

共構願景 .956 4.402 

包容關懷 .974 7.166 

溝通對話 .969 2.305 

組
織
學
習 

系統思考 .950 4.775 

.969 80.253 .955 
團隊學習 .913 3.945 

互動交流 .903 2.982 

知識蒐集與運用 .935 3.546 

組
織
信
任 

同事信任 .898 3.876 

.938 76.511 .925 主管信任 .953 5.550 

系統信任 .914 2.855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研究問題進行量化分析，將「國民中學教師知覺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調查問卷」所得之數據，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及 LISREL8.72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包括敘述統計並

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進行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信任三變

項之驗證性分析，以瞭解其測量模型之適配情形，並檢定三者之間的線性

結構關係，以探究組織信任在校長關係領導影響組織學習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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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及組織學習之現況良好。 

  校長關係領導整體得分為 4.646 分，以道德誠信構面得分最高，顯見

受試者知覺校長關係領導情形，符合量表各題項敘述。正如 Eyemaro（2001）

所言，校長不再將領導視為個人特權，而是與教師共同完成任務的知能。

校長為達到學校願景，與教師建立言行與情感交換，以支持與信任引發教

師的教育熱忱，成就學生的學習。 

  組織學習整體得分為 4.544 分，以系統思考構面得分最高。顯見受試

者知覺組織學習情形，符合量表各題項敘述。此與劉明超（2011）、江俊

賢（2014）、何高志（2017）等人之研究相符。學校為提升校務品質而促

進教師分享新知與教學經驗，促進同儕共學。尤其近些年，配合十二年國

教課綱推動，從中央至地方規劃完整的教師增能課程及檢核機制，讓教師

對於組織學習的感受更為深刻。 

  組織信任整體得分為 4.732 分，以同事信任構面得分最高，顯見受試

者知覺組織信任情形，符合量表各題項敘述。此與許毓娟（2016）之研究

相同，足見國民中學教師認為同事、主管具備道德誠信與專業能力，且能

表現仁慈與關懷，同時感受彼此互信，校園資訊透明公開，肯定學校持續

發展並願意配合校務發展而努力。 

二、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及組織學習兩兩之間有顯著

正相關。 

  如表 3，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信任三變項的相關係數，高

低依序為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校長關係領導

與組織學習。其中： 

  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之相關係數為.824 達顯著水準，兩者間成正相

關。準此，受訪者知覺組織信任越高，對於組織學習知覺程度亦高。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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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 Conte（2015）以美國服務業為樣本之研究結果相符，顯示組織信任

與組織學習有正相關。 

  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之相關係數為.807 達顯著水準，兩者間成正

相關。基此，受訪者知覺組織信任越高，對於校長關係領導知覺程度亦高。

此研究與黃孟慧（2019）研究相符，顯示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有關。 

  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學習之相關係數為.734 達顯著水準，兩者間成正

相關。爰此，受訪者知覺組織學習越高，對於校長關係領導知覺程度亦高。

如同 Krot 與 Lewicka（2012）所言，垂直的信任能改善組織歷程並促進同

儕相互學習。換言之，當校長與教師有較高品質的垂直連結時，雙方為使

學校未來更好，教師可能增加參與組織學習之意願。 

 

表 3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的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 校長關係領導 組織學習 組織信任 

校長關係領導 1   

組織學習 .734** 1  

組織信任 .807** .824** 1 

 

三、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有聯合預測力。 

  以校長關係領導各構面作為預測變項，組織信任為效標變項，進行逐

步迴歸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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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校長關係領導各構面對組織信任之迴歸分析摘要 

預測變項 b Std. Error β t VIF 

模式 1  Adj-R2=.624  F 值＝1417.056** 

（常數） 2.353** .065  36.339  

包容關懷  .517** .014 .790** 37.644 1.000 

模式 2  Adj-R2=.652  F 值＝797.335** 

（常數） 2.059** .072  28.623  

包容關懷  .308** .029 .471** 10.753 4.696 

賦權增能  .271** .033 .360**  8.208 4.696 

模式 3  Adj-R2=.655  F 值＝538.657** 

（常數） 2.044** .072  28.445  

包容關懷  .254** .034 .389**  7.417 6.774 

賦權增能  .238** .035 .315**  6.805 5.295 

道德誠信  .088** .031 .136**  2.841 5.657 

**p<.01 

 

  以組織信任各構面為預測變項、組織學習為效標變項，進行迴歸分析

統計，結果摘要如表 5。 

 

表 5 

組織信任各構面對組織學習之迴歸分析摘要 

預測變項 b Std. Error β t VIF 

模式 1  Adj-R2=.281  F 值＝334.351** 

（常數） 1.787** .152  11.747  

同事信任  .553** .030 .531** 18.285 1.000 

模式 2  Adj-R2=.557  F 值＝537.768** 

（常數） .825** .126   6.524  

同事信任 .369** .025 .380** 16.041 1.082 

主管信任 .370** .016 .547** 23.081 1.08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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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組織信任各構面對組織學習之迴歸分析摘要（續） 

預測變項 b Std. Error β t VIF 

模式 3  Adj-R2=.703  F 值＝674.573** 

（常數） .760** .104   7.337  

同事信任 .176** .023 .169**  7.713 1.386 

主管信任 .127** .018 .188**  7.183 1.965 

系統信任 .508** .025 .601** 20.486 2.473 

**p<.01 

 

  以校長關係領導各構面為預測變項、組織學習為效標變項，進行逐步

迴歸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6。 

 

表 6 

校長關係領導各構面對組織學習之逐步迴歸分析摘要 

預測變項 b Std. Error β t VIF 

模式 1  Adj-R2=.581  F 值＝1186.532** 

（常數） 1.879** .079  23.843  

賦權增能  .576** .017 .763** 34.446 1.000 

模式 2  Adj-R2=.584  F 值＝601.234** 

（常數） 1.890** .079  24.038  

賦權增能  .490** .036 .649** 13.565 4.696 

包容關懷  .084** .031 .129**  2.692 4.696 

**p<.01 

 

  以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各構面作為預測變項，以組織學習為效標

變項，進行逐步迴歸分析統計，結果摘要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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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校長關係領導及組織信任各構面對組織學習迴歸分析摘要 

預測變項 b Std. Error β t VIF 

模式 1   Adj-R2 = .670  F=1730.762** 

（常數） 1.404** .077  18.317  

系統信任 .692** .017 .818 41.602 1.000 

模式 2   Adj-R2 = .739  F=1204.151** 

（常數） 1.112** .071  15.662  

系統信任 .472** .021 .558 22.618 1.985 

賦權增能 .279** .019 .370 14.978 1.985 

模式 3   Adj-R2 = .769  F=942.505** 

（常數） .419** .094   4.469  

系統信任 .358** .022  .424 15.966 2.589 

賦權增能 .310** .018  .411 17.435 2.041 

同事信任 .214** .020  .205 10.502 1.400 

模式 4   Adj-R2 = .775  F=731.728** 

（常數）  .426** .093   4.598  

系統信任  .386** .023  .457 16.884 2.765 

賦權增能  .388** .024  .513 16.373 3.711 

同事信任  .211** .020  .202 10.497 1.401 

主管信任 -.102** .021 -.150 -4.875 3.572 

模式 5   Adj-R2 = .777  F=590.406** 

（常數）  .413** .092   4.470  

系統信任  .384** .023  .454 16.804 2.771 

賦權增能  .355** .027  .470 13.175 4.831 

同事信任  .216** .020  .208 10.749 1.419 

主管信任 -.133** .024 -.197 -5.498 4.861 

道德誠信 .062* .025  .096  2.535 5.505 

**p<.01 *p<.05 

 

  由表 7 可知，系統信任、賦權增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及道德誠信

等構面，對組織學習有顯著預測力，其整體檢定 F（1,849）＝590.406

（p<.01），表示迴歸方程模式存在，整體解釋力為 77.7%。進入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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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構面中，以系統信任對組織學習的預測力最高（迴歸係數為.384），

其次依序為賦權增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及道德誠信，除道德誠信達.05

之顯著水準外，其餘皆達值.01 之顯著水準。值得注意的是，主管信任對組

織學習之迴歸係數為-.133（p<.01），顯示主管信任能反向預測組織學習，

主管信任知覺程度越高，則對組織學習之知覺程度反而越低。 

  本研究發現系統信任、賦權增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及道德誠信等

構面對組織學習有預測力，最佳方程式可以解釋組織學習變異的 77.7%

（Adj-R2＝.777）。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構面對組織學習之最佳迴歸方

程式如下： 

 

Y（組織學習）＝.384（系統信任）＋.355（賦權增能）＋.216（同事信任）

＋（-.133）（主管信任）＋.062（道德誠信）＋.413 

 

  基此，組織學習可透過系統信任、賦權增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及

道德誠信等構面達到有效預測，預測力達 77.7%。惟在上列迴歸方程式中，

主管信任之迴歸係數為-.133，顯示對主管信任知覺程度越高，對組織學習

知覺越低，反之亦然，此與研究假設不符，嘗試說明可能原因如下。 

  校長與教師之間的信任關係，若不以提升教學成效為前提，將容易演

變為「有關係就沒關係」，此種「好」的信任關係，可能對教師參與組織

學習帶來反效果。Vriend 等人（2020）指出，具有將失敗歸責於他人或環

境，或將成就歸功於己之自利（self-serving）傾向者，因與領導者保有高

品質之 LMX 關係，而激發其不道德行為。換言之，低自我效能之教師，

可能憑著主管的信任，或自恃與主管有好的關係，而消極面對組織的學習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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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長關係領導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間接影響組

織學習。 

  依據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出中介效果之檢定要素，應符合自

變項顯著影響中介變項、中介變項顯著影響依變項、自變項顯著影響依變

項及自變項與中介變項能顯著影響依變項等條件。故以校長關係領導為自

變項、組織學習為依變項，組織信任為中介變項，運用迴歸分析以檢定變

項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中介效果檢定摘要如表 8。 

 

表 8 

中介效果檢定摘要 

模式/依變項 
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 組織信任 組織學習 

β t β t β t β t 

關係領導 .734** 31.570 .198** 6.162 .807** 39.902   

組織信任   .664** 20.665   .824** 42.479 

R2 .538 .692 .651 .679 

F 值 996.657** 960.319** 1592.195** 1804.478** 

△R2 .153     

**p<.01 

 

  由表 8 知，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有顯著影響（β＝.734，p<.01）；

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有顯著影響（β＝.807，p<.01）；組織信任對組織

學習有顯著影響（β＝.824，p<.01）；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的分析，加

入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的分析後，組織信任也達統計水準，且校長關係領

導對組織學習仍達統計水準，惟 β 值由.734 下降至.198，顯示組織信任具

有部分中介效果。顯見，校長關係領導可能透過組織信任之中介效果，間

接影響組織學習。 

  中介效果係用來說明自變項影響依變項的內部心理意義，並嘗試解釋

發生這種效果的方式或原因（Baron & Kenny, 1986）。信任是組織文化的

一環，包括成員特質、規章制度及校務運作歷程所累積的信賴感。教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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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組織學習能提升教學品質，藉由同儕間知識與經驗流動落實組織學習，

而教師的信任關係能促進傳遞的頻率與效率。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有

預測效果，加入組織信任變項後，提升對組織學習整體解釋力，意謂著組

織信任或許是校長關係領導影響組織學習的內隱因素。爰此，校長關係領

導與組織信任能共同提升學校組織學習之結論，可提供國中校長在校務經

營的參考。 

五、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線性結構方程

式分析與討論。 

  從表 8 發現，進入回歸方程模式僅有系統信任、賦權增能、同事信任、

主管信任及道德誠信等構面，從迴歸方程式中發現，主管信任之係數為負

值，可能產生壓抑情況。因此題項、構面仍有縮減之必要，故另以結構方

程模式進行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驗證性分析，檢定三者

線性結構關係。 

  由表 4 可知，校長關係領導之包容關懷、賦權增能、道德誠信對組織

信任有預測力。由表 5 可知，組織信任之同事信任、主管信任與系統信任

對組織學習有預測力。由表 6 可知，校長關係領導之賦權增能、包容關懷

對組織學習有預測力。據此，對於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組織信任等

三個潛在變項的關係，提出其因果模式，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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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組織信任結構模型 

 

 

（一）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檢定 

  本研究針對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及組織學習之結構模式，以

LISREL 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參考 LISREL 所提供的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ices, MI）、估計參數改變量（Expected Changes）以及各

測量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進行刪題比較，發現當刪去知識蒐集與運用構面

時，模型更加適配。所得之適配度指標彙整如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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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結構模式適配度檢定摘要 

統計檢定量 適配標準或臨界值 估計值 是否符合標準 

絕對適配度指標 

χ2 p>.05 1137.380 (P=0.000) 否 

GFI 
>.90 理想適配 

.80~.89 合理配適 
.890 合理配適 

AGFI 
>.90 理想適配 

.80~.89 合理配適 
.870 合理配適 

RMSR <.05 .045 是 

SRMR <.05 .045 是 

RMSEA 

<.05 良好適配 

.05~.08 不錯適配 

.08~1.0 中度適配 

>1.0 不良適配 

.070 不錯適配 

相對適配度指標 

NNFI >.90 .980 是 

NFI >.90 .970 是 

CFI >.90 .980 是 

IFI >.90 .980 是 

RFI >.90 .970 是 

簡效適配度指標 

PNFI >.50 .850 是 

PGFI >.50 .720 是 

CN >200 222.5 是 

 

>1.0 

<5.0 
4.719 是 

 

（二）基本適配度指標各參數估計值 

  本研究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結構模式的基本適配度

指標，彙整如表 10。其中，各觀察變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介於.36 至.93

之間，除同事信任為.36、互動交流為.69 之外，各觀察變項皆達到.7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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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統計水準（p< .001），且誤差值皆為正值，足見測量變項對潛在變項之

量測效度佳，顯示本研究模式之基本適配度良好。 

 

表 10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及組織信任之模式參數估計值 

潛在變項 

測量變項 

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 
SMC 估計標準誤 t 值 

組織信任 

同事信任 .360 .130 .020 20.210*** 

主管信任 .830 .690 .030 13.470*** 

系統信任 .820 .670 .020 14.210*** 

校長關係領導 

賦權增能 .840 .710 .030 12.750*** 

包容關懷 .860 .730 .020 11.810*** 

組織學習 

系統思考 .930 .870 .010 6.990*** 

團隊學習 .820 .670 .020 15.400*** 

互動交流 .690 .470 .020 18.660*** 

*** p<.001 

 

（三）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圖 

  依據上述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繪製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

與組織學習之結構模式路徑分析，如圖 3，本模式的各項效果如表 11。 

 



28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圖 3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之結構模式 

 
 

表 11 

校長關係領導、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路徑分析效果摘要 

自變項 

依變項（內衍變項） 

組織信任 組織學習 

Effect t Effect t 

外衍 

變項 

校長關係領導 

直接效果 .870 10.000*** .150  6.530*** 

間接效果 - - .548  3.630*** 

整體效果 .870 10.000*** .698 20.150*** 

內衍 

變項 

組織信任 

直接效果   .630 5.790*** 

間接效果   - - 

整體效果   .630 5.790***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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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表 11 得知，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的直接效果.870，達.001 的統

計顯著水準，H1 獲得支持；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之直接效果為.630，達.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H2 獲得支持；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的直接效果

為.015，達.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H3 獲得支持。 

  校長 關係 領導 藉由 組織 信任 對 組 織學 習產 生間 接效 果 為 .548

（0.8700.630），達.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的整

體效果為.698（0.150＋0.548＝0.698），達.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顯見校長

關係領導透過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組織學習，即 H4 獲得支持。 

（四）中介效果檢定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校長

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的直接效果均達顯著水準，而校長關係領導藉由組織

信任為中介，正向影響組織學習，分別討論如下： 

  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有顯著直接效果：教師的同儕信任及對校

長、對學校整體的信任，直接影響學生成績、校務績效，因此，領導者必

須嚴肅看待能促進組織信任的領導模式。人際信任是關係領導的基礎，Fox

等人（2015）指出，領導者與下屬間的信任來自透明的關係、受到道德驅

動與平衡的決策。就 LMX 理論而言，校長與教師肯定彼此的能力、仁慈

與誠信，進而能發展信任的情感交換。因此，校長首重人際網絡經營，以

道德誠信、共享願景，提升與教師間的關係品質，將有助營造學校的信任

氛圍。 

  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有顯著直接效果：組織發生學習仰賴教師有效的

分享與傳遞實務經驗，本研究發現同事信任對組織學習的預測力最高，亦

如 Levin 與 Cross（2004）的研究證實，教師從人際網絡中獲取知識的關鍵

是信任，而專業能力與仁慈攸關知識的可信度。再者，當教師建立情感信

任時，其分享隱性知識的能力和意願會增加（Clinton, 2012）。換言之，增

加校長、教師的理性信任，以真誠與善意相互回應，提升情感信任，將有

益於知識分享進而促進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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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有正向影響：校長領導風格、對新知的態度

及支持教師學習，影響學校是否能成為學習型組織，如同Park 與Kim（2018）

所言，領導力在組織學習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校長領導作為能促進知

識共享，達到組織學習的目的。此外，就關係領導中的對話與組織學習而

言，面對工作上的問題，因既有知識不足，藉由主動察覺與和蒐集相關資

訊，逐步建立對問題情境的詮釋並賦予新的意義（何瑞萍，2004），以解

決組織困境。因此，校長促進教師進行對話，以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亦

能促進組織學習。 

  校長關係領導藉由組織信任為中介，正向影響組織學習：本研究發現，

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的直接效果低於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的間接效

果。此外，從相關分析發現，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學習之相關性，低於組

織信任與組織學習；從迴歸分析亦發現，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之預測力，

高於校長關係領導。換言之，校長關係領導雖對組織學習有正向顯著影響，

惟透過組織信任中介，對組織學習的影響更大。Louis 與 Murphy（2017）

指出，教師對校長關懷的知覺及對校長情感信任，能預測教師運用新的教

學知能。校長關係領導能使教師感受包容關懷，並增加對校長信任程度，

以整體提升組織學習。 

  綜上，本研究證實校長關係領導藉由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

組織學習。校長關係領導中賦權增能構面，即具有促進教師學習的概念。

有信任基礎，教師願意跟隨校務發展，並主動分享教學經驗，增進組織學

習。教師與校長若缺乏信任，則彼此間將只剩下工作規範與責任歸屬的關

係（謝傳崇，2021）。易言之，缺乏信任關係，校長對教學工作之要求，

容易歸責於教師本分。教學內涵與層次好壞差異甚廣，校長應使教師體認

教育屬於神聖志業，持續精進教學知能，使教育品質臻於至善。校長關係

領導雖能影響組織學習，若能考量組織信任之因素，組織信任將成為影響

組織學習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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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教師知覺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

信任，皆介於稍微同意至非常同意之間。其中，校長關係領導以「道德誠

信」之平均得分最高，顯見教師知覺校長能堅持學校最大利益，展現高道

德標準；組織學習以「系統思考」之平均得分最高，顯示教師認為，在學

習資源隨手可得的環境中，學校能有系統的評估與因應內外現況與困境，

倡導適切主題並提供相關協助，使所投入學習之心力獲得教學上的實質收

穫。組織信任以「同事信任」之平均得分最高，表明教師知覺同事多數具

誠信、專業及仁慈等傾向。 

  （二）本研究發現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信任、組織信任與組織學習及

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學習，皆達顯著正相關。三者中，以組織信任與組織

學習之相關程度最高，校長關係領導與組織學習相關程度最低。校長關係

領導係以校長為核心與教師建立輻射連結關係，而同儕間的信任網絡仍是

教師日常且最直接的感受。換言之，教師能知覺同儕（亦包括校長）具有

專業、仁慈及誠信等特質，並信任所處環境時，將直接影響教師分享新知、

經驗之意願，左右組織學習的成效。 

  （三）系統信任、賦權增能、同事信任、主管信任、道德誠信等構面

對組織學習具顯著預測效果，以系統信任對組織學習之預測效果最佳，惟

主管信任對組織學習有負向影響。在前揭構面中，半數以上跟信任有關，

顯示理性與情感信任能為學校建立安心的知識交流環境；然面對低自我效

能的教師，若自認為是校長的圈內人（自己人），與校長的信任關係，將

無可避免成為教師參與組織學習的緩衝。 

  （四）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之直接效果，低於組織信任對組織學

習之直接效果，加入組織信任之間接效果與整體效果，皆達正向顯著。校

長關係領導可視為經營人際網絡、促進校務發展的實踐作為，惟與校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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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領導知覺相較，教師信任同儕所分享知識的專業度、同儕間頻繁的言行

與情感交換等組織信任，更為直接深刻。因此，校長關係領導，藉由組織

信任，更能強化對組織學習之影響。 

二、建議 

（一）經營網路關係取代科層管理，營造校務發展的友善環境。 

  研究發現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信任、校長關係領導對組織學習皆有顯

著預測力。校長推動校務時能樹立高道德表率，視教師為共力的夥伴，使

教師間產生情感與言行交換，獲得教師信賴，形塑校園信任的文化。尤其

近年來校內外困境與挑戰紛至沓來，校長應以踏實坦然的態度，帶領全體

教師共同面對，為學校永續發展與師生共好，展現熱情並投入學習。基此，

教育主管機關能倡導關係領導，提示校長在學校發展脈絡下，以關係經營

取代科層節制，在校務推動歷程中產生信任，達到組織學習的目標。 

（二）從情感連結產生信任關係，於校務運作中建立綿密的學習機制。 

  研究顯示對同事信任的知覺越高，組織學習成效亦提高 。如

Alexopoulos 與 Bckley（2013）所言，信任能促進生產性的知識，在職場中

產生交換。Castaneda 與 Perez-Acosta（2005）所提出之組織學習模型認為，

學習源自教師對環境的直覺與詮釋，從而在小組乃至學校整體產生效果。

承上，本研究建議推動組織學習，應同時重視軟性、內在的信任關係，在

情感信任方面，提高次組織之間公、私領域的交流頻率，增進同儕情誼，

在理性信任上，專責協助教師將所學知識，系統性轉化至教學場域，提升

專業信任，以期源源不絕的注入新知，產生組織學習的綜效。 

（三）提升校長關係領導知能，促進組織信任以提升組織學習成效。 

  研究發現校長關係領導以賦權增能對組織學習之預測力最高，顯示校

長在校務推動上，若能善用教師專業並與之共享決策，則能有效提升學校

組織學習績效。此外，研究亦證實校長關係領導、組織學習與組織信任之

結構模式有不錯適配度，表明校長關係領導可藉由組織信任，對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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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影響。考量當前無法以考核機制或經濟利益確保教學品質，故建議校

長能以夥伴的視角，透過對話與情感聯繫，提升信賴感與關係品質，進而

使教師願意為師生共美好而展現專業。 

（四）以成就學生學習為共同願景，經營校長與教師之信任關係。 

  十二年國教推動之始，在教育主管機關的科層管考下，教師必須參加

許多研習，當教師對研習成效無感，只是一昧配合完成關鍵指標時，對主

管的信任未必能促進教師參與研習，如本研究發現，主管信任對組織學習

有負向預測效果。中小學組織學習重視同儕間教學知能與實踐經驗的分

享，在強調領域專業教學的國中更是如此。因此，本研究建議降低所有教

師參加相同研習的政策，關照個別教師教學不足或學生學習弱勢之處，規

劃校內的成長機制，使其基於自身教學或成長所需，而主動安排或參與學

習。此外，建議未來研究，可嘗試選擇影響組織學習之其他變項，進行實

證研究，以提供課程領導人促進學校組織學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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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d 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rough a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in 

Taiwan. The study adop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amples were 855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Pearson 

Correla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SEM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ata collected. The findings were: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ived 

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were significant; and 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were substantially correlated. Aspects 

such as system trust, empowerment, coworker trust, supervisor trust, and 

moral integrity may predic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dj-R2=77.7%), but 

the coefficient of supervisor trust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negative. 

I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 indirectly affects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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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rough organizational trus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generate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effe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 found that 

organizational trust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on the impact of principal 

relationship leadership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inally,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this study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fo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and school leaders.  

 

Keywords: principal rela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trust, organization 

learning 

 


